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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愉悦: 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研究

(1850—194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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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勾勒了早期美国华侨的赌博情形，分析了他们参赌、设赌的各种原因和社会危害，

探讨了华侨社会、中美两国政府对华侨赌博问题管理和控制的效能。作者认为，早期大部分美国华侨

热衷于赌博，主要是赌博为特定历史场景中的华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被他们视为实现

黄金梦的一条捷径。经济利益的驱动致使华侨热衷开设赌馆，也使华侨堂号勾结警察，暴力护赌。赌

博对美国华侨社会的危害是巨大 的，它 使 一 些 华 侨 不 能 履 行 自 己 对 家 庭 的 义 务 和 责 任，还 引 发 了 吸

毒、盗窃、“堂斗”等其他社会问题。在控制赌博的行动中，由于华侨社团和中国驻美领事权力有限，

威望不高，而华侨赌商和堂号与美国警察互相勾结，致使禁赌行动难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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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erous Pleasure: Gambling in the Early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of America 1850 － 1943

CHAO Long-qi
(Department of History，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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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side from depicting the gambling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of America，this article examines various factors and negative social impacts behind the social
problem while discussing how people to deal with it and whether such a management or control
was effectiv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ep indulgence in the bad
habit among majority of early Chinese migrants was that gambling could provide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scenario with an important way for socializing，and it might
become a shortcut for them to realize their dream of fortune. Driven by the economic gains，
early Overseas Chinese were keen on establishing gambling dens while the Chinese Tongs
colluded with local police and protected the gambling activities with violence，resulting in great
harm to the Chinese society in America. Some of the Chinese migrants thus failed to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 and duty towards their families. Meanwhile，it triggered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drug addiction，burglary，and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Chinese Tongs. The curb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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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over the Chinese gambling were largely failed due to the weakness of local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consulate， not to mention the collusion among the Chinese
gambling business operators，Chinese Tongs and local American police.

直到二战前，由于美国华侨经济能力有限，美国当时又制定和实施排华法，限制华人移民，

歧视在美华侨，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约束，华人女性移民美国极少，致使在美华侨男女比

例长期严重失调。［1］
在这样一个缺少女性和家庭的单身汉社会中，很多美国华侨无法像正常人那

样，在精神上享受男欢女爱及天伦之乐，因而多沉湎于吞云吐雾的烟馆，呼卢喝雉的赌馆，或是

云朝雨暮的妓院之中，吸毒、赌博、嫖妓等陋习成为畸形社会里华侨消解乡愁和忘却劳累苦闷的

“良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早期美国华侨的娼妓、烟毒、械斗等诸多越轨性社会问题已有

不少研究。［2］
但对赌博 问 题 的 研 究 则 显 得 薄 弱，不 少 论 著 对 此 虽 有 提 及，然 而 目 前 尚 未 形 成 专

论。笔者长期关注华人社会问题，在此，拟根据近年来收集的中外文报纸、笔记等资料，对早期

美国华侨赌博问题进行梳理，并试图以此透视早期美国华侨社会经济生活的若干侧面以及当时美

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对华侨社会的管理与控制。

一 早期美国华侨的赌博情形

自 19 世纪中叶美国加州发现黄金后华人大量赴美开始，直到 1943 年美国取消排华法的近一

百中，美国华侨的赌风较为盛行。早期美国华侨赌风之源头，可追踪到他们的故乡———珠江三角

洲地区。对于近代广东地区赌 博 的 情 况，已 有 大 量 记 载。道 光 年 间，周 寿 昌 在 《思 益 堂 日 札》
中写到: “粤人好赌，博之术多途。曰番摊馆，摊钱为戏，设馆招客，如列肆然。”［3］

又据 《清会

典事例》载: “粤东赌博之风，甲于他省。”［4］
侨乡方志对此也有记载。1934 年编纂的 《恩平县

志》就写到: “赌风之盛以吾粤为最，如番摊、白鸽票、闱姓、铺票、山票、牌九种种，名目不

胜枚举。”［5］

实际上，大多数广东移民来美国前就学会了赌博。在远赴太平洋彼岸的漫长旅途中，一些移

民就以赌博打发时间。他们一登上旧金山码头，就把家乡的赌博习俗带到这个城市。对于早年美

国华侨赌博的情况，已有很多记载。1855 年出版的 《旧金山编年史》就载有旧金山华侨赌博的

情况: “萨克拉门托街北端尽头，全是华人开设的赌场，聚赌的人们在这 里 熙 熙 攘 攘，不 分 昼

夜。”［6］1876 年，一位华侨在加州参议会前作证说，旧金山市估计有华侨赌馆 200 间，萨克拉门

托约有 12 间。［7］
久居美国的华人刘伯骥也在其著作中提到: “1885 年，当其盛时， ( 旧金山) 约

有七八十间，每间每星期向警察纳贿五元。……1880 年间，旧金山市华人最著名的赌商，有新

宁陈天申，不只操纵华埠赌业，即加州各地的赌馆，亦引为有力的领袖，华人以赌业为生者多推

崇之。”［8］
光绪末年，出洋考察大臣戴鸿慈也说: “旧金山素称藏垢纳污之薮，华人居此者将三万

人，大都皆下流社会也。无赖之徒，恒以赌为业，甚或潜聚赌而科敛其头钱，与衙役朋比为左右

手，言之可叹也”。［9］
根据口述史料，在二战前的加州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农区的一些小镇，如

埃灵顿 ( Isleton)、胡桃林 (Walnut Grove，粤 侨 称 之 为 汪 古 鲁 )、洛 克 ( Locke，粤 侨 称 之 为 乐

居) 等，华侨赌馆林立，生意兴隆。在胡桃林镇，早期的华侨主要是筑堤工人、果园工、农工。
每当假日和雨天，农工便光顾华埠的赌馆。［10］

在美国华侨另一主要集聚区纽约及东海岸的其他地方，著名的 《纽约时报》也不时报导这

一地区华侨的赌 博 情 形。1888 年 2 月，该 报 刊 登 了 一 篇 关 于 美 国 华 侨 赌 博 的 长 文， 作 者 库 林

(Stewart Culin) 是 一 名 精 通 美 国 亚 裔 移 民 赌 博 的 白 人。该 文 指 出 纽 约 市 有 30 ～ 40 家 番 摊 公

司。［11］1891 年，该市的番摊馆共计约 60 家，每家都生意兴隆，财源滚滚。［12］
除纽约市外，东海

岸其他华侨集中区也 存 在 华 侨 赌 博 现 象。1888 年 2 月， 《纽 约 时 报》报 导 费 城 有 8 家 番 摊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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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13］
该报还曾报导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New Haven)、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康涅狄格州哈特

福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华侨的赌博情况。［14］

美国华侨的赌博方式主要有番摊、白鸽票、牌九、纸牌、骰宝等，特别是番摊和白鸽票最为

流行。番摊早在中国南部一带民间就广为流行。它是一种不定期的赌博，赌法简单，易输易赢，

往往一夜之间能使人倾家荡产。其赌法是，在桌子上放一大堆铜钱，或纽扣、小瓷片 等，作 为

“摊皮”。从中叉开一小堆， 用 有 短 柄 的 铜 制 盅 盖 ( 摊 盅 ) 盖 住。另 以 一 块 正 方 形 锡 片 或 木 片

( 名叫 “摊正”) 摆在一小堆摊皮之前，任人猜买 “一”、“二”、“三”、“四”。根据最后剩余的

摊皮数跟猜买的数字是否相符来决定胜负。［15］
华侨赌番摊所用的硬币是中国当时流行的铜钱，由

他们为赌博带进美国，数量较大。摊馆通常在下午 3 点和晚上 8 点开业，星期天和节假日是在上

午 11 点开业。摊馆还为参赌者提供免费晚餐。［16］

白鸽票也是美国华侨较为流行的赌博方式。它是一种古老的彩票，源于清代赌鸽，道光年间

已流行于广东。供人猜买的字为 《千字文》中初段的天、地、玄、黄等顺序排列下来的八十个

字。赌局把 《千字文》前八十个字印在纸上 ( 即白鸽票) ，参赌者在票中任圈十字为一条，票厂

则开二十字。其开奖方法由师爷揸字，预先选定应开的二十个字，在厂前当众悬挂，届时揭晓。
其开奖方法，赌本三厘，中十字者 ( 全中) 得奖十两，中九、八、七、六、五字得奖钱数不等，

中四字以下为输。［17］
早期美国华侨使用的白鸽票多 从 中 国 大 量 进 口，它 为 木 刻 印 制，五 英 寸 见

方。白鸽票赌博的输赢和赔率是这样计 算 的: 猜 中 五 字 以 下 者 会 输 掉 赌 注，猜 中 五 字 者 是 一 赔

二，中六字者一赔 20，中七字者一赔 200，中八字者一赔 1000，中九字者一赔 1500，中十字者

一赔 3000。［18］
可见，赌白鸽票的刺激更大，押中的字数越多，赢的钱就越多，且呈几何 数 字 增

长。另载，白鸽票在许多地方都能购买，其购买的价格不时在变化。票厂每天开票两次，下午是

三点至四点半，晚上是九点至十点半。［19］

设立番摊公司所需资本不多。公司各合伙人一起筹集 50 至 200 美元即可，除非公司损失特

大。［20］
除老板外，赌馆工作人员包括赌馆的管理者、警卫、收 银 员 和 皮 条 客 等。被 称 为 “斧 头

仔”的警卫，把守着赌馆入口处，对可疑之人进入馆内会提出口令。他们及时向赌馆通知警察

的到来，并在顾客为赌注与赌馆发生争执时参与调停。《纽约时报》曾报导，纽约市勿街 (Mott
Street) 6 号的一家赌馆门口经常看到门卫放哨，并劝诱路人入馆参赌。这名门卫有好几次看到

警察前来时就发出信号，赌馆内灯火马上熄灭。［21］
而那些皮条客则在赌馆开赌时，站在赌馆门口

招揽路人进馆参赌。赌馆老板每周付给他们 5 美元，有时一些赢家也赏给他们一两美元。［22］

与其他华侨行业一样，华侨赌馆老板还建立自己的组织。如番摊行是华侨赌馆老板的保护性

和互助性社团，有 300 ～ 400 名 成 员。每 家 摊 馆 每 星 期 要 交 纳 8 美 元，这 些 资 金 用 作 特 别 的 用

途，［23］
主要是打点警察、雇请律师等。

为逃避警察侦查，摊馆一般设在地下室里，它为楼上店主所有，租金每月十元以上，有时他

们不收租金，而是合伙分红。［24］
一些华侨杂货店、洗衣店也附带开设赌室，或销售白鸽票。在加

州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农区的一些小镇，很多华侨经营的商店，除应付正常的生意外，还负责在

店里收集白鸽票，买彩票的全是华工。华侨商店经售这种彩票作为副业，彩票由赌馆经营而交店

铺销售，华侨便不用往赌馆购买。［25］

华侨赌馆规模大小不一，大者可容纳上百人，小者则能容纳十几人。前引的 《旧金山年鉴》
就载: 华人 “赌室，不妨也称 ‘沙龙’，通常都很小，只能摆上三张到六张桌子，也可说只有三

个到六个 ‘庄家’。在某些大赌场的最里面还有一支五、六名华人组成的乐队，奇形怪状的乐器

发出古怪的声音，使白人听起来难以忍受。”［26］
大者如 1902 年 2 月，纽约唐人街一家赌馆被警察

袭击。警察发现有 150 多人在这家赌馆聚赌。［27］1908 年 5 月，纽约警察分别袭击勿街 和 披 露 街

(Pell Street) 的两家大型番摊馆，现场发现两家赌馆都有 100 名华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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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起见，华侨赌馆一般都是戒备森严，大门常用带刺的铁丝网保护起来，并用巨大铁锁

锁住。馆内还有很多暗道，以便在警察突击赌馆时参赌者能及时逃脱。［29］1912 年 4 月，警察袭击

了纽约市披露街 22 号、24 号的赌馆。22 号这家赌馆所在房屋的一层为杂货店，二楼为餐厅，三

楼为住宅，地下室看起来是仓库，大门用巨大铁锁锁住。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门打开。24
号房屋的地下层同样也是壁垒森严，暗道很多。［30］

华侨赌馆设施简单，一般设有赌桌、长凳及赌博所需的其他赌具。在奥克兰，华侨番摊馆通

常设有土地神，而不是关公，因为华侨认为关公太讲究伦理道德，不适合摆在这里。奥克兰华侨

赌馆墙上还贴有白纸条幅，说明赌博的规则。白纸是有意义的，它象征着霉运，但霉运应属于赌

徒，这样会给赌馆带来很多钱财。赌馆内所设的神牌都写在白纸上，神祗前点着一支白蜡烛，而

不是通常使用的红蜡烛。下注的金额通常是固定的，且使用各种筹码来代替钱币。［31］

华侨赌馆的参赌者来自华侨社会的各个阶层，有洗衣店和中餐馆的工人、农工、职业赌徒、
流浪汉、水手、雪茄制造商及卡车司机等。如 1921 年 8 月纽约市警察在披露街抓获 78 名赌番摊

的华侨，其中就有来自长岛的卡车司机以及在唐人街外营业的洗衣工。［32］
有些华人专门来到美国

直接与番摊庄家赌博。他们一般是有经验和技巧的赌徒，来美时只有几百美元，几个月后回中国

时就有几千美元。有些是吸食鸦片的流浪汉，身上只要有钱，就会参赌。还有很多没有赌博经验

的洗衣工以及华侨水手和雪茄制造商都赌番摊。［3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华侨聚集地，有不

少以赌为业者。《申报》曾报导: “美国查问华工情形，中列生舟昔地方有华人一千三四百，妓

馆二十八处，妓女一百四十三人; 赌馆三十八处，以赌为业者约四百人; 烟馆之数则未详。其言

如此，夫以一千四百人往彼中，有赌匪四百，已据十分之三……”，从此数据可见该地华侨赌徒

所占比例之高。［34］
另外，华侨赌馆的参赌者还有不少日本人、白人等其他民族。梁启超曾提到:

“如温高华、舍路诸埠，赌客之大部分为日本人，每年贡于我者，埠各十余万。旧金山埠之番票

( 西人赌白鸽票者，别为赌馆以待之，与华人不相杂厕，各埠皆有) ，当最盛时，西人之赌金将

三百万美金，今犹五十万美金云。”［35］
报刊资料对此也有记载。如，1908 年 5 月，纽约警察袭击

勿街 80 号的一家 大 型 赌 场，在 现 场 发 现 一 百 名 华 人，还 有 一 名 日 本 人。这 位 日 本 人 刚 刚 赢 了

176 美元的筹码，想在他离开时兑换成现金。［36］

纽约一名记者曾在一名华人基督教信徒的陪同下实地采访了纽约唐人街，发现赌博如此公

开，警察可毫不费力地进入赌馆。这位记者对华侨赌馆的布置以及赌客的神态进行了细致描述:

在一个点着煤油灯的狭长房间里，聚集着 40 名华人，他们互相推挤，尽力挤到赌桌旁

边。参赌人数一次不到 10 人。只要口袋有钱，他们就不会放弃自己的位置。
在桌子的一端是发牌人。在桌子中间有一堆钱，有纸币、金币和银元。桌子周围的每个

参赌者一手紧握钱币，另一只手在走运时随时拿取赌注。发牌时鸦雀无声，所有眼睛都盯着

桌子中间。当发牌人的摊竹抬起时，摊竹指向的那个人就会疯狂地抓住全部赌注。
然后大家兴奋地喋喋不休说一阵子，十多只手伸上前来，在中 间 又 垒 起 一 堆 硬 币。很

快，发牌人的手忙个不停，牌一洗好，又开始发牌了。然后，说话声嘎然而止，一片寂静，

直到摊竹再次举起为止。［37］

以上是对美国华侨赌博的盛况、赌博方式、赌馆的开设和经营、参赌人员以及具体的赌博活

动的概观性描述，从中可见早期美国华侨赌博业的兴旺，赌博成了部分华侨生活的一部分。

二 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的成因

( 一) 社会心理的需要

为什么早期大部分美国华侨热衷于赌博呢?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首先是赌博为特定历史

场景中的美国华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满足了他们娱乐、社交和情感等方面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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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际上，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赌博是一种简便的娱乐活动，而不是一种罪恶。由于早期来美

华侨大多为单身汉，无法像常人那样享受男欢女爱和家庭的天伦之乐，为消解在异乡的苦闷，他

们在工作之余就聚集一起，以输赢不大的赌博来消磨时间。特别是在排华时期，他们的社会生活

被严格限制在唐人街内，而早期唐人街的文化娱乐设施又比较缺乏，因此，像吸食鸦片和光顾妓

院一样，赌博成为他们日常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且比他们在家乡时更为重要。库林就认为，美

国华侨比他们在中国时赌得更频繁，原因是他们连根拔起，与祖国缺少联系，但又不允许成为美

国大社会的一部分。［38］1878 年 4 月，名叫阿莫 (Ah Moo)、阿利 (Ah Lee)、阿生 (Ah Son) 的

三位华侨，被法官宣判为违犯赌博法而获刑后，向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他们申辩说，他们

没有犯下所说的罪行或者违反纽约州的法律，他们只是沉湎于一种社会娱乐消遣活动，而不是赌

博。最后，最高法院给予他们人身保护 令，将 他 们 释 放。［39］ 《嘉 莉 妹 妹》 ( Sister Carrie) 的 作

者，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赛 (Theodore Dreiser) 在 1894 年写过一篇题为 《圣路易斯华人》的

轰动性报道，记述了华侨赌博的情况:［40］

当一位圣路易斯的华侨需要放纵自己时，他就带上必要的资金，漫步到华尔纳特街与市

场街之间的南八大街去 ( 即圣路易斯城中心的华人聚居地)。他在这里寻找一切机会处理他

这个星期所挣的工薪或所赚的利润，或者是他的洗衣店———因为在这个街区已有无数的洗衣

店输去赢来。每个星期天的午后，这个城市的所有洗衣店都关门歇业，很快，各种车辆开始

把华人带到南八大街。一些人步行来这里。到两点时，已有几百名中国佬来此，以一种华人

特有的方式玩得快乐不已。整个下午和晚上，人进人出，但从未减少。当一位华人赌番摊输

光了，立刻就有另一位华人抢到他的位置。
可见，对大部分华侨，特别是那些散处在唐人街外的华侨来说，经过一周辛苦劳作及枯燥和

寂寞的生活后，一到休假，他们就来到唐人街。在这里，他们可以会晤老乡，了解家乡近况，吃

上中餐以及参与其他的社交活动。他们也与老乡一起赌博，试试运气。对他们来说，唐人街是他

们社会娱乐活动的中心，他们不仅从此得到心理安慰，找到自我归属，而且它所提供的赌博等活

动，使他们在身体上可以得到放松，精神上获得刺激、兴奋和快感，从而消解身心的疲劳。
其次，对于早期美国华侨来说，赌博似乎是他们实现黄金梦的一条捷径。19 世纪中叶加州

黄金的发现，对华南地区民众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抱着 “黄金梦”，远赴

大洋彼岸的美国。即使在 “黄金热”消退后的若干年，他们仍相信在美国苦干年后，就可以发

财致富，衣锦还乡，安度晚年。他们到美国不久就会发现，这种幻想是不现实的。但他们仍然抱

着快速发财的梦想，而赌博似乎提供了一种机会，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在他们看来，像番摊、
白鸽票这样的赌博活动无需任何技巧，输赢完全靠运气和机会，这是赌博吸引他们的一个重要因

素。特别是在排华时期，几美国华侨受到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严格限制，很难有机会通过自身

努力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于是他们往往选择赌博作为自己的出路，否则就根本没有发财的指

望。而且他们还因对赌博输赢的期盼而产生一种悬念、一种新的体验和希望，它满足了那些生活

循规蹈矩的华侨的情感需要。华侨参赌者持有人人机会均等的信念也维持着他们对地位和报酬的

期待，这些是他们最为看重而又无法通过惯常渠道而获取的。

( 二) 经济利益的驱动

从赌馆经营商的角度来分析，开设赌馆能获取暴利，这是一些华侨热衷设赌的一个原因。摊

馆老板的主要收入是 “抽头”或 “抽水”。投买者中了彩，不能全得，摊馆要从中抽取一定比例

的维持费，通常为十分之一。［41］1870—1920 年，奥克兰摊馆的抽头是彩银的 7%。［42］
白鸽票厂也

通过 “抽水”获取利益，其做法是票厂从兑奖者的彩银中扣除 5% 作为 “花红”; 如果白鸽票是

通过代理商销售，那么要从兑奖者的彩银中扣除 15% 作为 “花红”，其中 10% 归代理商所有。［43］

对于这一点，颜清湟在论述近代新马华人赌博时曾精辟地指出: “当他们嗜赌成瘾后，他们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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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家，只有赌馆和这一制度才是赢家”。［44］
据载，就是一些小番摊公司每天的平均利润都有 5 美

元。［45］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加州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的农区小镇，华侨赌馆工作人员的收入每天达

两美元，而赌馆老板的收入远远超过此数。［46］
实际上，美国华侨 “靠开赌场及白鸽票为生者亦不

少”。［47］
在旧金山湾区直接间接靠白鸽票为生者，约有三四千人，皆视为正常事业。［48］

赌博之利所在，也引起堂号分子的参与。由于早期美国警察的腐败以及单身汉华侨对赌博这

种不法消费的大量需求，促使了各堂会向这种利润丰厚的地下经济渗透。一些堂会分子热衷经营

赌业，或为华侨赌馆提供武力保护，以收取保护费。1883 年的一份 《纽约时报》曾报导纽约安

良堂大佬李希龄 (Tom Lee) 利用纽约华人特别代理治安官的身份，向赌馆勒索保护费的细节:

自三年前李希龄被任命为特别代理治安官以来，不仅自己开赌场，而且也给其同胞发执

照开赌场和烟馆，经营白鸽票……只要有华人来到这个城市，他就去到他们那里，展示他的

徽章，说他是代理治安官，熟悉所有的法律。如果他们每周为每张番摊桌向他交纳 5 美元，

他就给予他们执照，让他们经营赌场，赌牌九，或者只为娱乐而无违法的其他游戏。由于新

来者不懂法律，且看到李有徽章，就向他交纳费用。其他开杂货店、洗衣店的华人，受到其

同胞赚大钱的诱惑，抛弃原有职业，在李的同意下，开起赌场。勿街一度有 37 家赌场，李

一年从中收取1. 2 ～ 2 万 美元……这时，一位名叫杜喜 (Doo Hop，音译) 的人，在勿街 17
号开了一家赌场。在李的请求下，他被警察抓捕。由于他拒绝向李交纳保护费，李就控告他

开赌场，而那些交纳保护费的赌场则安然无恙。杜喜在直到两个月前的三年中，每周给李 5
美元，以获取经营赌场的特权。另一位证人在法庭还作证说，除了对赌场征费外，李还迫使

白鸽票厂老板每周支付 10 美元。［49］

不受堂号保护的赌馆持续不了多久，堂号迫使这些独立赌馆歇业的方式很多。如果各种骚扰

都不能使它们歇业，暴力威胁就会出现。堂会从赌馆中获取了暴利，每天获取的金钱达好几千美

元。［50］
一些堂号头领大发横财，如旧金山的三邑人冯正初，就是 “堂口巨头，百万富翁”，曾创

设“至善社”堂号，“勒索银饷，经营偏门，串通警方，查封四邑人所开之赌馆妓寨，以遂其独

家垄断 之 谋， 并 曾 一 度 控 制 赛 马 事 业。当 时 收 入， 已 达 月 进 十 万 元 之 巨， 成 为 华 埠 ‘赌

王’”。［51］1905 年，由于受到向华侨赌场老板勒索保护费的指控，有 “唐人街市长”头衔的李希

龄被捕。根据举报，李收取 95 张赌桌的保护费，拥有六家洗衣店和四家香烟厂。［52］
可见，李通

过经营赌场、保护赌馆所积累的个人财富之巨。因此，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华侨堂号勾结警

察，暴力护赌，也是推动华侨赌业兴盛的一个原因。
早期美国华侨赌博的兴盛还与为赌馆提供场所的房产业主有很大关系。许多妨碍治安的房

产，包括经营赌馆的房产，为商业界、金融界和政界重要人物所有，如众议院影响法案委员会

(Rules Committee) 主 席 达 尔 泽 尔 ( John Dalzell)、美 国 阿 拉 斯 加 事 务 顾 问 华 琛 ( David T.
Watson)、匹兹堡著名律师戈登 (George B. Gordon) 等。根 据 记 录，华 侨 在 这 些 房 屋 中 经 营 赌

业多年。［53］
可以看到，这些属于政界、商界名流的房产主因得到赌馆老板的租金，而对华人赌博

抱着视而不见的态度。

三 早期美国华侨赌博的社会危害

从有关史料来看，早期美国华侨中广为流行的赌博习俗，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首先，在

19 世纪后期，由于国内劳动收入很低，而移民美国费用昂贵，把旅费、利息和办理移民证件的

费用加起来，约需 200 美元，这在国内干活不吃不用要十年以上才能攒够，所以一般民众难以承

受。［54］
因此，当时很多人赴美都是举全族之力，在整个家族的精心安排下才得以实现，一般以家

庭或家族中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为优先考虑对象，并对跨国家庭中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明确

界定: 美国华侨有义务给家庭汇款，赡养家中的父母和妻子儿女，妻子则留在家中照顾公婆，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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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子女。但是一些华侨赌博成瘾后，嗜赌如命，不务正业，忘却自己对家庭、家族和社会应承担

的义务和责任。据载，很多华侨洗衣工、水手和雪茄制造商都年薪可观，利润颇丰，但因好赌，

而将这些血汗钱都输在摊馆。［55］
弗兰克曾在 《漫游中国南部》一书中提到，那些在海外积累一定

财富的华侨，在动身回国前就在旧金山把钱输掉。［56］
当时华侨出国，本是为了挣钱偿还债务，接

济家人，但却因赌博输钱，不能担负这一责任; 甚至还有很多华侨因赌博输光，一再推迟归国的

期限; 更有些华侨因赌博破产，一生都无力回国，而客死异乡。据载，在美国排华时期，普通华

工要花十几年时间才有足够经济能力回国结婚，而在加州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农区的一些小镇，

有些华工永远无法回国娶亲，原因之一是由于耽于赌博，缺乏资金。［57］
还有一些华商因赌破产，

而连累侨胞。据载，李光 (Li Kwong) 不仅是纽约华人雪茄制造商协会主席，还是一家大型餐厅

和一家新式华侨公寓的所有者，人们估计他拥有价值一万美元的财产。由于相信他经济可靠，许

多勤劳的华侨将他们的积蓄存放他那里。由于李光后来在勿街摊馆赌博，输得很惨，最后被迫变

卖财产，避债潜逃。他潜逃时所欠债务多达几千美元，债务人主要有杂货店主、肉店老板和面包

师等。他负债潜逃，致使许多华侨陷入穷困，有些债主由于悲哀过度几乎垮掉。［58］
梁启超在 20

世纪之初游历北美时曾详细记录当时华侨赌祸所造成的这一后果: “无业者居一大部分，此实最

怪异之现象也。此等无业者之中，其年老不能做工又不能归去者，约十之一。其余壮而游手者，

约十之九。彼等何以为业? 则赌其一大宗也。在美洲之华人，几无复以业赌为耻者，谨厚君子亦

复为之，真可异矣。以华工所入，每人每年平均可得千金，然其能赍以返国者，不及十之一，皆

赌害之也。”［59］
晚清使美大臣杨儒奏称: “查华人寓美，洋人指为风俗之害者约有三端: 一曰鸦

片，一曰赌博，一曰械斗。……赌博出售白鸽票，每日早晚开彩两次，输赢以千万计，工商经营

所积，半耗于此，恒有丧资沦落不归，以致流为窃盗者”。［60］
可见，不少华侨因为赌博，一生也

没有实现在美国发财致富、衣锦还乡的梦想，一些华侨甚至终生贫困而老死美国，连其落叶归根

的愿望也是在华侨会馆的帮助下实现的。［61］

针对华侨的赌博陋习，美国警察不时袭击华侨赌馆，没收赌款，收缴赌具，处以罚款或短期

监禁。对此，《纽约时报》曾有大量报导。1883 年 10 月，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家华侨赌馆被封，

14 名华侨被捕，640 美元现金当场没收。［62］1887 年 1 月，纽约富尔顿街 566 号一家茶叶店遭警察

袭击，74 名赌番摊的华侨被抓，大量赌具被缴，每人携带的资金从 7 美元到 700 美元不等，也

被没收。［63］1887 年 2 月 1 日，《纽约时报》以 《富有的华人赌徒》为名，报导一名来自旧金山名

叫洪华 (Hong Wah，音译) 的赌徒腰中藏有 7000 美元现金。这家被警察袭击的赌馆老板因被控

开设赌馆，需要支付 1000 美元保证金以获取保释，其他人每人罚款 2 美元。［64］
根据美国有关官

员于 1931 年在旧金山的调查，该市逮捕违法的华人，共有 6113 人。其中重大犯罪为 38 人，涉

毒犯为 146 人，其余 5350 人犯有赌博罪。［65］
可见，除赌博输钱外，警察经常性地袭击赌馆，没

收赌资赌具，处以罚款或短期监禁，也使赌商和赌客经济蒙受损失。
赌博给华侨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以致其辛苦所得因赌而失，不能汇款回国赡养家眷，履行

其在跨国家庭分工中应承担的责任。对此，侨乡妇女一再告诫远在美国的丈夫:

诫郎须自重，勿入博场中。
番摊最易累人穷，牌九斗牛都莫弄。
猛惺忪，听从奴劝奉。
若是痴迷仍在梦，楼房田地总成空。［66］

一些华侨赌博上瘾后，也意识到赌博对家庭等造成的不良影响。当时流行于华侨中的歌谣就

反映出他们忏悔的心情和改过的决心:

贪心不遂愿，输落三几年。
累及拙荆悲涟涟，问心无颜相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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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变，改过而迁善。
前日想头真讨贱，从今尽听老婆言。［67］

但有些华侨仍然嗜赌如命，成天抱着一种希望，就是通过最后一赌来赢回他们过去所有的损

失，以还清他们对家庭和朋友欠下的债 务。结 果 却 未 能 如 愿，正 如 前 文 梁 启 超 所 言 的 一 些 华 侨

“其老不能归者”，一生也没有实现衣锦还乡的美梦，而是穷困潦倒地老死在异国他乡。
赌博也助长了一种社会风气，使很多华侨好逸恶劳，放弃正业，而指望完全靠赌博提供的运

气不劳而获。有些赌徒穿着潇洒，出手大方，生活奢侈。据载，纽约唐人街华侨中有三百名纨绔

子弟。他们看起来像悠闲的绅士，但他们比那些日夜辛勤工作的华侨熨衣工赚到更多的钱，也能

享受更好的生活。他们鄙视任何体力劳动。他们虽然没有赌场老板那样生活奢华，但他们的服饰

都是从广州进口过来的，吃的是上好的食物。［68］

华侨赌博还引发 了 吸 毒、盗 窃 等 其 他 社 会 问 题。不 少 赌 馆 附 设 烟 室，或 开 设 在 烟 馆 附 近。
1900 年 9 月 《纽约时报》曾报导该市披露街 21 号一家摊馆的情况: “摊馆后面是吸食鸦片的地

方，那些赌博输钱、心情沮丧的人会在这 里 寻 找 安 慰。他 们 很 快 把 自 己 丧 失 理 智 的 事 情 抛 到 一

边，拿起烟棒吹起来，直到愉快地忘却自己离开赌台时身无分文的难过心情。每天晚上几乎都是

同样的人，日复一日。他们输掉钱，然后就去吸鸦片，第二天早晨人们就发现他们在整个城市的

洗衣店里。他们只要手头上赚到钱，很快又回到赌场。他们从未赢”。［69］
前文征引的 《申报》曾

对生舟昔地方华侨娼赌的情况进行评论说: “是以六分工作之人而供四分娼赌之费，工赀所得安

望其能尽为己有乎? 一旦所得尽丧，能不取非其有，其不流为盗贼者鲜矣，又何怪土人有所藉口

也。”［70］
可见时人对当时华侨赌博等陋习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表示担忧。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赌馆与相互竞争的秘密堂会联系一起，这些因素常会引起激烈的

“堂斗”。在奥克兰，历史上最著名的堂会有秉公堂、萃胜堂和萃英堂。一些赌馆或白鸽票厂的所

有合伙人及工作人员都属于同一堂会的成员，而其他赌馆或白鸽票馆则代表另一堂会。可以推

想，这样就必然导致相互猜疑。堂会向其成员收取入会费、会员费等，以便训练这些 卫 士，为

烟、赌、娼这些非法经营提供保护。而卫士的一项任务就是要保护他们所在的赌馆不被敌对堂号

成员所侵夺。［71］20 世纪早年的匹兹堡华埠，两个对立的秘密会社，时常为争赌客，或为赌桌上

的欺诈嫌疑而火拼。20 世纪 20 年代发生的一场“堂斗”，从 1924 年 10 月一直持续到 1927 年 3
月，前后达两年半之久，造成无数死伤。［72］

另据 1926 年的 《申报》报道，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侨

两堂会，因争夺赌博的管理权，双方 “互 争 已 久，因 此 发 生 枪 杀 案。自 去 年 七 月 份 以 来，丧 生

者共十七人”。［73］

可见，为了谋取暴利，社团堂号在经营赌馆等黑色经济或为其提供保护而收取保护费的过程

中，势必造成各社团堂号间的一种竞争局面，以致最后各方诉诸武力，这是导致华侨堂号间堂斗

频繁 爆 发 的 一 个 主 因。1900 年 被 委 任 为 纽 约 唐 人 街 便 衣 巡 警 的 维 克 菲 尔 德 ( George R.
Wakefield) 警官认为，赌博的迅速发展，客观 上 为 敌 对 的 华 侨 帮 派 迅 速 崛 起 创 造 了 条 件，因 嫉

妒而引发好几起暗杀案……堂斗因为赌馆的经营者为彻底控制赌业而爆发，敌对的两个帮派是安

良堂和协胜堂，两者都自称有数千成员和高效的组织领导。［74］
一位名叫弗兰克·李 (Lee Frank)

的华商代表在请求纽约警局查禁唐人街赌博时说，堂号从一种在异乡聚集同胞的、和平的兄弟结

拜组织演变为一种在各种癖好掩盖下谋求非法利益的组织，主要归因于赌业。协胜堂和安良堂之

间的冲突大都涉及应该由哪个堂号处理从番摊、牌九和白鸽票中获取的佣金问题。从一开始，唐

人街的赌博就存在保护问题。堂号因此获取了一定的保护费。他还保证，纽约华商会给出的反对

赌博证据表明，很多赌馆都代表了前述两个堂号的利益。［75］

对于华侨社团 “堂斗”与烟、赌、娼等地下经济之关系，调处美东六堂大联斗的中国驻美

公使伍朝枢在 1930 年 8 月呈报国民政府的文中写得很清楚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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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界中胡为有此怪现状耶? 一言蔽之，烟赌而已。庇烟庇赌，勒收私规，日积月累，财

源无尽。于是一堂号之建筑，费美金数十万; 一年度之用款，达美金百余万。其组织非常之

完密，其领袖非 常 之 尊 严。分 堂 不 下 二、三 十 处， 会 众 不 下 一、二 万 人。豢 养 一 般 无 赖

( 斧头仔) ，平时则包烟包赌，有事则寻仇呈凶。杀人者赏美金数千，等于克服城池之懋赏;

被害者给美金一万，优于特任官吏之恤金。其斧头仔无异陆军之常备军; 其争烟赌，无异军

阀之争地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又况事故发生，可以藉端糜费，如讼费恤金之类，以饱

少数人之囊橐。故堂号领袖，往往兴风作浪，以利其私，此堂斗之原因也。
因赌博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导致堂斗不时爆发，对华侨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这一点，清

政府出使大臣及驻美领事、美国地方当局等屡有提及。伍朝枢在上述呈文中写到: “窃以堂斗一

事，为旅美华侨特有之恶习，相言四、五十年，残杀同胞，贻羞国体。”［77］
司徒美堂也说到 “堂

斗”造成华侨的死亡人数: “旧金山牺牲华侨百余人，纽约牺牲华侨 200 余人”。［78］
而据谢英明

回忆，“到 1926 年止，因堂号之间相互械斗而致死的侨胞最少在 300 名以上，伤者过千，损失财

物更是无法估计。”［79］

华侨因赌博而引发的 “堂斗”不仅直接造成华侨生命财产损失重大，而且还牵累无辜华侨，

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20 世纪初，纽约协胜堂与安良堂为争夺赌博利益而爆发的堂战

断断续续，枪击事件不断，以致唐人街生意低迷。美国人一到唐人街就感到紧张，他们生怕一不

小心就被子弹射中。［80］
一些对华人抱有敌意的警察，肆意逮捕华人，无故关闭华人店铺，袭击华

人住所。1915 年 10 月，纽约唐人街的业主向警察投诉说，警察肆意殴打无辜华人，而且如果他

们坐下来，静静地玩起牌九时，就有一大帮警察朝他们围捕过来，搞得唐人街鸡犬不宁。［81］

再者，华侨赌博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还给美国排华分子以排华口实，不利于华侨在美国的生

存和发展。对于二战前的美国主流社会来说，烟馆、赌窟、妓院、堂战等似乎是唐人街的主要特

色，赌博、吸毒、嫖妓、打斗等似乎就是华人的天性。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公众的猎奇心理，大肆

渲染华人的这些恶习以及华人的暴力和神秘色彩，投机政客也在各种场合重复这些论调，致使公

众对华人形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这为排华分子提供了口实。梁启超曾将当时流行的反华论

调归纳为二十条，其中一条就是: “金山大埠唐人街，归官查阅之时，则有神庙十三所，坚守门

户之赌馆百五十间，不秩序之屋 ( 原按语指妓馆) 百零五间”。［82］
可见赌博对华人社会带来的严

重影响。

四 早期美国华侨赌博的社会控制

从上述分析来看，早期美国华侨的赌博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华侨社会、中国驻美使

领馆以及美国当局的关注。它们试图采取措施，限制或禁绝华侨的赌博行为。首先，在华侨社会

内部，由于早期大多数美国华侨为单身汉，缺乏家庭的约束，因此要实现禁绝赌博，只能依靠华

侨社团的力量。一些华侨社团向美国警局呼吁，希望警察采取行动取缔赌博，并提供唐人街赌馆

的有关信息。如 1913 年 8 月，纽约华商会 ( the Chinese Merchants's Association) 数十人来到唐人

街附近的区警察局投诉，希望警局采取行动，根绝唐人街的赌博活动，以恢复一种良好的商业环

境。华侨代表中有十人准备作证，说勿街和披露街共有二十家赌馆。警察局可根据这个信息，将

唐人街赌馆铲除掉，保证堂号经常签订而又很快破坏的和平条约的延续性。［83］
由于纽约唐人街赌

馆众多，生意兴隆，促使这一地区物业租金上涨过高，致使一些合法生意歇业，或被迫迁往他

处，或兼营赌 博 等 不 法 生 意，引 起 了 华 侨 社 团 的 不 满，他 们 请 求 当 地 警 局 采 取 行 动， 铲 除 赌

馆。［84］
一些华人青年还自发组织起来戒赌。1884 年 1 月，一位华人青年建立一个组织，告诫华人

青年不要受勿街番摊的诱惑。会员入会费每人 5 美元，并发誓从不赌博，并对违反者处以 50 美

元以下的罚款，且为会员举办一场宴席。该组织已有几百名成员，其中有几名戒赌者。［85］
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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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赌馆的竞争中，一些弱势堂号在不能依靠自身力量获取赌博利益时，也试图通过美国警察来

干扰和破坏其敌对堂号所控制或经 营 的 赌 业。如 在 纽 约，安 良 堂 势 力 较 大，通 过 保 护 或 经 营 赌

馆，获利很多，引起其竞争对手协胜堂的嫉妒。协胜堂成员试图敲诈赌馆老板，但这些老板对他

们置之不理。当他们看到这样不能获利时，就决定向警察局举报，让摊馆关闭。［86］
美国传教士以

及一些社会改革者也呼吁禁止华人赌博，整治社会风气，维持社会秩序。
但是，相对堂号和赌商的势力而言，这些组织的力量是脆弱的。前文提到的旧金山市最著名

的华人赌商为新宁人陈天申，而根据 1934 年宁阳会馆主席撰写的 《宁阳会馆事略》载，“光绪

十七年， ( 宁 阳 会 馆) 乔 迁 于 天 后 庙 街，由 陈 天 申 君 着 手 购 地”，可 知 陈 为 华 侨 社 会 的 上 流 人

物。［87］
像前文提到的、有“唐人街市长”称号的安良堂大佬李希龄 (Tom Lee) 财大气粗，会众

广布，势力强大，纽约唐人街对其无可奈何。
在禁赌和开赌这两种势力的较量中，美国警察的态度显得特别重要。在华人赌博问题上，美

国警察态度暧昧，玩弄手腕。一方面，应华侨社会和其他社会人士的呼吁，他们有时袭击赌馆，

查处赌博，其目的有二: 一是以其禁赌行为表现其忠于职守、履行职能的良好形象; 二是让华人

赌商明白，在没有得到警察默许和庇护的情况下，华人赌商的损失不可避免。1891 年 10 月，在

警察袭击纽约唐人街赌馆后，华人赌商协会就发出告示，要求各赌馆提高 “抽水”比例，并将

这一告示张贴在赌馆内。赌商协会还派人到各赌馆检察该会这一条例的落实情况，对拒绝遵守的

赌馆处以十美元的罚款。［88］
实际上，赌商协会之所以要求赌馆提高 “抽水”比例，主要是为了筹

集资金打点警察。可见，警察袭击赌馆是一箭双雕。另一方面，由于禁赌影响到华人赌商和堂号

的利益，因此他们设法通过贿赂，收买警察，而在警察方面也与赌商互相勾结，收受馈赠，彼此

因以为利，即使是高级警官亦在勾结之列。对此，已有大量资料记载。1886 年 12 月，纽约市三

位警官接受审判。其中麦克莱 (McCullagh) 警官犯有渎职罪，他允许华人赌博，且当对华人赌

馆采取行动时，麦克莱警官就通风报信，让赌馆暂时关门; 当整治行动停止后，他就给出暗示，

赌馆可继续营业。［89］1889 年 5 月，有四名华人控告该市以乔治·威尔金斯 (George C. Wilkins)

警官为首的六区警察局为保护华人赌馆而每周接受固定津贴。华人每周为每台赌桌交付 5 美元。
这个地区有二十家华人赌馆，警局每周收取一百美元保护费。［90］1894 年 6 月，一位在美居住 14
年的华人在法庭作证说，纽约警局给予唐人街经营摊馆的权利，以此勒索钱财。他说，位于勿街

18 号的一家摊馆就在李希龄办公的房间里。［91］

堂号头领因为涉赌大发横财，警察局的一些官员也得到一定赏钱。堂号头领和警局官员对此

都心照不宣。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警察甘当赌馆的保护伞，对华人赌馆网开一面，或在警察袭击

时为其通风报信。事实上，只要有人在警察局对唐人街赌博进行控告，赌馆就在 24 小时内关闭，

直到警局对此进行调查，不能证明它们存在时，又复业。［92］

一些警察认为，华人赌博又不像酗酒、吸毒和卖淫嫖娼等问题那样，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直接

的危害; 而且由于警察不熟悉华人语言 和 习 俗，不 能 确 定 他 们 是 在 赌 博 还 是 娱 乐，有 时 折 腾 半

天，最后还是被迫放人。［93］
因为华人都用筹码代替现金，有时赌注很大，成百上千，但警察跑去

却见不到任何现金，无从下手。［94］
因此，这些 警 察 在 没 有 接 到 举 报 时，总 是 对 华 人 赌 馆 听 之 任

之。可见，美国警察以权谋私，接受贿赂，包庇赌馆，加上不谙熟华人赌博习俗，致使地方当局

对华人赌博的控制不力。
19 世纪 70 年代，在一些洋务派有识之士的呼吁和美国外交官员的推动下，清政府开始在美

国遣使设领。据出使美国大臣杨儒载: “中国自设官外洋以来，凡所规划，大抵御侮之意多，自

治之意少; 历久相沿，只有辩驳外人之词，颇鲜诰诫吾民之语。”［95］
可见，早期清政府遣使设领

主要是与居住国政府交涉，保护华侨合法利益，而没有关注华侨社会内部的问题。这一状况直到

后来才渐有改变。针对华侨社会中存在的赌博等社会问题，当时中国驻美领事和侨团侨领采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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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育华侨团结自爱，劝谕华侨禁赌，并对违法者给以严惩。如杨儒在奏折中先讲到华侨赌博

等恶习为美国厉禁华侨来美提供了借口，接着提出了革除华人赌博等诸弊的办法。他说: “革除

之道，一在申明律例。查赌博、械斗二事，绳以中国法纪，国所难宽，即按之西国科条，亦无可

免。现拟饬领事官会商美国地方将此二事有犯必惩，……如屡犯不改，准其驱逐出境，或解回中

国治罪。一在详示教条。……烟赌、械斗各弊，华民习为固然，且疑与目前限制之故毫不相涉，

若非详加开导，未易使之悔悟改图。现拟饬领事官每逢朔望，就各埠会馆宣读圣谕广训，为之讲

解，勉其各安生理，勿作非为。因将烟赌、械斗之害，条分缕析，苦口 劝 戒，略 如 内 地 乡 约 之

法，俾诸工商渐知愧奋，互相规勉，期于去此痼疾，力图自拔。若使行之果效，固足变侨众浇漓

之俗，即未克蘧效，亦减少洋人厌薄之情。此皆治本之法，宜宽筹以岁月者也。”［96］
然而，因驻

美外交官的权力有限，威望不高，得不到华侨应有的尊重。如伍廷芳在 1908 年到波士顿唐人街

时，几被华侨喝打。［97］1924 年安良堂与协胜堂发生争执，纽约领事馆调停无效，施肇基公使谓

会商两堂领袖，只求堂斗不使蔓延至美 京 而 止。［98］
一 些 外 交 官 还 利 用 职 务 之 便，贩 售 烟 土。如

1929 年，中国政府驻美国金山副领事高英之妻，利用公职旅外免检之便，私运鸦片赴美，在入

关边检站为人所查获。［99］

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他们无力控制华侨社会，禁赌的实际效果不大。实际上，直到二战爆发，

美国华侨积极投入战事，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以及战后大量华人妇女的到来和更多家庭的团聚，华

人赌博的问题才得到缓解。
本文勾勒了早期美国华侨的赌博情形，分析了他们参赌、设赌的各种原因和社会危害，探讨

了华侨社会、中美两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管理和控制的效能。笔者认为，赌博是早期美国华侨的一

种重要生活方式，也是当时美国华侨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可弥补我们对美国

华侨认识的一些空白，从而有助于我们 更 加 系 统、全 面 地 把 握 早 期 的 美 国 华 侨 社 会。更 重 要 的

是，它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管窥早期美国华侨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实况，不同利益群

体的关系以及华侨社会的运作机制。此外，早期美国华侨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包括赌博在

内各种社会娱乐等，也都是我们管窥早期华侨社会整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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